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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承袭唯物史观的微言大义,勾勒劳动实践本体论的基本意涵,本是卢卡奇

晚年苦心孤诣而未竟的理论事业。但其直系弟子组建的布达佩斯学派,却对卢卡奇有关

“价值”范畴的系列论断心存芥蒂,并以“不同的对象性形式何以证成普遍的价值原则”为

引,别裁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主体性形象。殊不知,这恰恰构成布达佩斯学派误读卢卡奇为

何最终选择用“劳动实践本体论”,而非“历史本体论”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因应。

其中,不仅潜藏对话双方的政治旨趣开始分道扬镳的思想端倪,更涉及布达佩斯学派诸成

员在日后悖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实践诱因。鉴于此,立足“价值”范畴,在复现布达佩斯学

派对卢卡奇晚年哲学谋划的“犹疑心态”之余,再以后来者视角合理续写卢卡奇本人的“可

能回应”,就不失为蠡测二者思想纠葛,继而臧否各自得失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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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晚年卢卡奇曾援引《资本论》的方法要旨,尝试发掘价值辩

证法的社会本体论意义,以期澄清“劳动”与“总体性”范畴间的微妙关系。岂料,此番意图竟被布达

佩斯学派诟病,争议的焦点并非卢卡奇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上的龃龉,反倒指向他对“个体”
或“类”的取舍态度。遗憾的是,相关批评意见虽渐次成文于当事人埋头修订《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

论》(以下简称《本体论》)期间,但它们以《关于卢卡奇<本体论>的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名义结集

出版,却是卢卡奇殁后之事。于是,在受诘问方缺席的情境中,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与其导师的思想

分歧,便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桩留白甚多的公案。
国外最早关注该议题的学者是加斯帕尔·米克洛斯·塔马斯,在他看来,布达佩斯学派最大的

失误莫过于刻意回避卢卡奇晚年在“类存在”问题上的理论转向,而这又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实践

哲学遭受挫败息息相关。①按图索骥,道格拉斯·布朗又将布达佩斯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视为一



种不断演变的“后卢卡奇主义”(post-Lukacsian)衍生品,并认定学派成员与卢卡奇的真正分歧仍拘

泥于实践层面的主体性问题和现实革命本身。① 反观国内,相关学者大多将之归结为布达佩斯学

派对卢卡奇思想的“悖离”,他们或聚焦布达佩斯学派对宏大叙事所持的怀疑和批判态度,②或回溯

布达佩斯学派对卢卡奇《本体论》的多处批评,③但将1977年布达佩斯学派诸成员出走匈牙利前往

澳洲一事当作倒戈的时间节点却是共识。应当说,既有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个中论断均取材于

布达佩斯学派的“在场性诘问”,惟独缺少对卢卡奇“不在场申辩”的自觉观照。正因为如此,在如实

还原布达佩斯学派为何批评卢卡奇晚年哲学谋划的“实然性素材”基础上,合理推测并预演卢卡奇

本人未及言明的“可能性回应”,就成为建构双方精神对话场景,厘清二者思想纠葛,进而臧否各自

理论得失的可行性手段。

一、作为对象性形式的文化与价值:布达佩斯学派在质询什么

  对“价值”范畴的深入辨析,是布达佩斯学派成员批评卢卡奇的前奏。在《笔记》中,他们首先指

认“卢卡奇那里没有真正连贯的价值概念”,并且“他在把价值作为单纯的经济学范畴还是也看做

‘道德’范畴之间犹豫不决”;④随后,又进一步推定,“价值”本该是一个“处于社会的起源和本质之

中”的“普遍性范畴”,只不过被青年卢卡奇扣上了“意识形态的神秘化”帽子,反倒失去了原有的意

味。⑤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布达佩斯学派声称对“价值”范畴的考察,使之与卢卡奇“共同观点中对

观念的对象化的不同解释具体化了”,⑥但深究当事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传递的理论

立场即可获知,卢卡奇将“对象化”概念等同于“异化”概念,无非是他在青年时期执着黑格尔逻辑学

所招致的“根本的和严重的错误”。⑦ 然而,在布达佩斯学派看来,卢卡奇的“自我批评”仅在《审美

特性》中得到了印证。这导源于《审美特性》不仅创造性地回应了“对象化理论”的问题,还跃出了

“概念神话学”的藩篱,它一方面基于日常实践和日常思维确证了对象化的类存在外延,另一方面又

将“对象化的类存在”与价值范畴在“普遍的类层面”上予以结合,从而对马克思语境中的“荷马矛

盾”进行了再回应。⑧ 至此,布达佩斯学派与卢卡奇的“视差之见”跃然纸上,学派成员沿革对象化

问题的学术进路,期待卢卡奇能在《本体论》中进一步澄清“历史性如何与体系化的普遍性和解”问
题,但卢卡奇却反其道而行之,无意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解释。⑨ 见微知著,《笔记》中的“价值之

问”仅仅是涉事双方在对象化问题上产生罅隙的冰山一角,而他们有关“对象性形式”的理论分歧才

是堂奥所在。
在布达佩斯学派成员的潜意识里,求解真正的“对象性形式”不啻为卢卡奇的学术品位发生转

折的重要环节。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青年卢卡奇援引戏剧的客观化原则,将对立于“心灵”
(seele)的“形式”(form)确立为呈现生命绝对性的唯一路径,继而默认生命本身的多元可能将在

“形式”中被固化成非此即彼的选择。换言之,承载个体无限渴望的乌托邦要素,一旦在社会中被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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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限的形式俘获,那么抽象心灵所建构的先验观念,就无法在生活中获得本质性的表达。这就是

卢卡奇所谓“心灵—现实”,抑或“本质—生活”相统一的前现代社会瓦解后,小说能够成为“个体

性—偶然性”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发挥中介作用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作为“被上帝抛弃的一

个世界的史诗”,小说终究是主观不确定性的代名词,它所希求的乌托邦仅仅是一种虚构,以之为拥

趸的文化形式仍无法客观地呈现主客体关系。据此,布达佩斯学派成员推测,或许因为卢卡奇察觉

到小说作为一种“文化的对象性形式”,只能在“历史层面”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层面”彰显本

质与生活的统一,所以他后来才把“商品”视作观察社会现实的“真正的对象性形式”,并在“文化怎

样塑造生活的问题”切换至“如何摆脱物化生活的问题”之际,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嬗变。以此

类推,卢卡奇从“非马克思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与其说存在“断裂”或“一道非理性的鸿

沟”,不如说是他对社会存在的对象性形式持续叩问的必然结果。①

值得一提的是,卢卡奇在不同时期有关“对象性”或“对象化”的差异性体认,正是布达佩斯学派

对之“再评价”的抓手。反观卢卡奇,对象性(化)形式之所以成为理解物化逻辑的关键,皆因其勘破

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假象,若物化现象刻画出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特征”,那么对象性形式则

意谓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抽象一般”。这同样构成卢卡奇切换“对象化”主旨的分水岭:青年卢卡奇

更倾向将对象化与异化相联系,以期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本主义批判;晚年卢卡奇则试图擦除

对象化概念中的人本学底色,尝试从艺术的对象化出发,探寻消除拜物教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殊

不知,卢卡奇前后期理论旨趣的“垛叠”,在不经意间为布达佩斯学派的责难提供了“口实”。作为其

中的佼佼者,赫勒就曾明确谈道,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表明的历史哲学立场无疑是其“早期自我

批评过程中所发展起来的理论探索的继续”,反倒是《本体论》“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审美特性》的
概念的构想和实际的实现”。②

事不孤起,学派成员对卢卡奇晚年两部撰述的实际评判与当事人的原初预期大相径庭的原因,
恰恰取决于他们有关对象性(化)概念的职能性划分,依从客观性视角,剖析人之能力的“对象化过

程”(objectification),抑或置身主观性维度,探究“已然对象化了”(objectified)的人之能力本身。二

者的轮作恰好勾勒出人的“存在”与“本质”陷入分裂的历史机理。起初,人的本质通过对象化劳动

为历史创造了可能性,这种对象化劳动既改变对象本身,也影响人的本质。随后,产品、语言抑或习

俗作为对象性形式渗透到人的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领域,并不断衍生出更高级的形式。最终,附丽

劳动分工和私有制等文化对象性的形式完善,对象化劳动便蜕化为异化劳动,继而将一种它者性的

客观力量加诸个体之上。
因循此理,马尔库什率先把意识形态批判理解为“文化对象化意义的一种重建”,③他指出,作

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特殊领域,文化对象化的本质毋宁是“在某些物质形式之中”构造“意义复合

体”的过程。而在现代社会,惟有“高级文化”才是赋予主体内在价值的文化对象性形式。因此,“重
要的文化变革既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它的前提”。④ 沿革文化对象化的理论线索,费
赫尔与赫勒再度回顾了青年卢卡奇口中的小说与艺术。在费赫尔看来,小说作为一种文化的对象

性形式,无疑为个体提供了多元主义的价值选择,而“多元主义原则上允许丰富而大范围地描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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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心灵,这在史诗严格的价值等级中是不可能达到的”。① 显然,与卢卡奇对小说主人公之孤独—
悲剧性命运的“消极体认”相抵牾,费赫尔将小说视为解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积极形式”。这种

形式的批判性在于,任何涵纳道德价值的小说均是扬弃市民社会“商品形式”的尝试。其中,小说主

人公的“个体偶然性特征”既是特定社会的结构性产物,也是个人选择的历史性结果,而他遭遇的

“偶然性”与“命定性”,则凸显出个体实践的伦理张力。这种张力的弥合又仰赖“个体自我实现”与
“历史发展进程”的辩证统一,后者恰恰是美学的必要性或不可改革性的根源。作为与商品相区别

的对象性形式,艺术的价值就在于重新演绎个体与类相统一的可能性,并为消除拜物教提供合理性

的类本质价值。鉴于此,赫勒不失时机地补充道:“世界范畴的统一性保证了所有审美接受的可能

性、完美性和权力的平等性……选择乐观主义而不是悲剧,使卢卡奇绕过了拜物教问题。”②争议的

焦点在于,抛开“乐观主义”与“悲剧”的是非曲直,饱受拜物教荼毒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如何产生

非异化的类本质价值? 并且,即使存在涵纳类本质价值的艺术,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又能否将之视作

通往解放的必然选择?
以上疑问牵扯出布达佩斯学派对价值与历史关系问题的根本看法。作为学派的代表,赫勒认

为,价值作为观念的对象性形式,既服膺文化发展的客观性结果,又关乎偶然性的个体在历史进程

中的必然性选择。因此,价值选择的普遍性应建立在多元性的基础之上。诚然,赫勒并不否认卢卡

奇关于人之合类性发展的理论预期,只不过她更在意合类性中所蕴含的不同价值取向类别,并将发

展(Entwicklung)视为一个具有积极价值导向的“形成过程”(Ausgestaltung)。③ 要言之,若将发展

当作一种价值概念,不难发现其中的“进步”意蕴:人的合类性发展包含一种历史目的论指向,即基

于某种特定价值取向类别,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进步观念。于是,马克思所谓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

性进程,就是一种价值内容的展开,而历史目的的实现则要求建立一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丰富

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在历史本体论的框架下,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才被视为一种积极的价

值内容,并从根本上影响了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对社会存在之可能样态的价值选择。
以对象性(化)概念和价值范畴为表里,布达佩斯学派指摘卢卡奇的缘由便昭然若揭了。学派

成员认为,在经济层面破除“对现象世界的诸多现象所表现的那种直接性的坚持”,并从道德维度批

判“一种过分理性化的、逻辑化的、等级森严的价值体系”,固然是卢卡奇的创见,④但他既没有按照

预期对价值范畴及其实现形式加以区分,亦未根除价值本体论在“经济宿命论和自由自觉地革命性

活动”上的悖论。⑤ 若非如此,学派成员怎会认定,卢卡奇晚年“反对神话和争取理性的斗争”,总是

不断退回到“神话的立场”呢?⑥ 这同时说明,卢卡奇无法以主客体统一的视角明确回应人之“个体

性—总体性”辩证关系问题的根源,皆因他无法对其中的任何一极做出彻底的妥协。

二、彰显总体性话语的历史与存在:卢卡奇可能的回应

  显而易见,布达佩斯学派有关“价值”和“对象性(化)”范畴的互文性辨析,直指卢卡奇的本体论

原则。相关评述又渐次细化为如下三个学术问题:如何理解“总体性”观念的辩证内核? 怎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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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形式”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潜在关联? “价值”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究竟该如何自

处? 它们虽是学派成员拷问卢卡奇生前哲学谋划的显性尺度,却也构成卢卡奇身后欲自我申辩但

未及言说的隐性内容。
针对第一个学术问题,卢卡奇可能会提醒后辈,他所谓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既要如实再现自然

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固有的实践性联系,又欲透过二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合理凸显社会存在特有

的历史逻辑。换言之,承认社会存在的总体性之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强调价值决非“高度

发展的人的精神的产物,而是最简单的劳动必不可少的存在因素”,①以期驳斥机械唯物主义或粗

陋的形式主义认识论观念,正是卢卡奇晚年建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初衷。若真如科西克所说,“总
体意味着现实是一个有结构的辩证的整体”,②那么能否就此推定,社会存在的总体性潜隐地涵括

于其内在的意义结构之中,且总是作为一种被整体化的主体,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来呈现呢? 对此,
卢卡奇晚年的看法颇值得玩味。他认为,即便主—客同一的思维图式能够在观念上消除社会存在

的特殊性,但个体在劳动实践中的现实选择毕竟以社会存在的异质性为基础。于是,就形成同质性

的“思想中介”和异质性的“现实结构”彼此博弈的二元对立局面,要么迎合一种由罔顾社会现实的

主—客同一观念所编织的“认识论神话”,要么囿于一种因无视主—客同一关系而残缺不全的“本体

论碎片”。在卢卡奇看来,这恰恰是其早年过度倚赖黑格尔逻辑本体论的“遗祸”。对此,他专门反

省道,若按“一种系统化了的逻辑等级制”方法,“必然走上通向主客体同一的自我实现和实体转化

为主体的本体论道路。不论作为一种逻辑概念还是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对象性,每个范畴都必须从

它在这条道路上所占据的地位获得表明其特征的规定和意义”。③

详加推敲后不难发现,卢卡奇的自我检讨正好构成他对布达佩斯学派的第一重反驳。假如每

种价值的对象化形式均依各自标准,在范畴体系中占据特定的位置并表征相应的意义,那么它们的

演变过程将不受特定“历史规律”的制约,反倒取决于被遮盖起来的“等级秩序”。不难揣测,基于价

值的“等级秩序”,颠倒历史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的“名—实”关系,毋宁是卢卡奇深为忌惮之事。正

因为如此,卢卡奇才认定,黑格尔式的总体性只存在于“抽象的和裸露的普遍性中”,而无法“构成一

种新的本体论基础”。④ 反之,真正的总体性只能是劳动的客观因果性和主观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由此不妨大胆预设,假如卢卡奇彼时尚在人世,他完全有理由把布达佩斯学派对自己的指摘归结为

学派成员重蹈其早年黑格尔主义的覆辙,再次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叙事手法,曲解总体性范畴的

直观表现。布达佩斯学派没有看到,卢卡奇晚年对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原则进行的本体论重构,就是

为了纠正当初他对“总体性”范畴的抽象化误读,从而在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层面,走出浪漫

但不切实际的道德批判窠臼。须知,根据马克思有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

本身的事物”的论断,⑤晚年卢卡奇已然认识到,将“实践性”的“社会总体性”,而非“观念性”的“抽
象总体性”置于理论的核心位置,才是用马克思主义直面社会存在之现实基础的出发点。⑥

及至第二个学术问题,卢卡奇试图重申马克思有关价值范畴的经济学分析所蕴含的社会史关

切,从而补充说明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特征及其对象化机理。通过研读《资本论》,他认为马克思实则

刻画了两种“价值”形象。面对物质性的“自然存在”,人类正是凭借劳动的“价值合目的性”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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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会存在”,并使自身完成从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的飞跃。但情随事迁,诉诸资本主义社会的生

产与再生产过程,“价值”却蜕变为与劳动实践相异化的社会存在形式。可见,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立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迭代中,事先甄别“充当对象性形式的价值”在“主导对象化过程的劳

动”中究竟扮演哪种角色,无疑是卢卡奇立足“实践本体论”,区分不同社会存在样态的前提。因此,
卢卡奇不仅把判别“价值属性”异化与否的“总体性实践”证成为社会存在的对象性形式,更据此认

定,惟有“劳动”才能“在作为社会的价值范畴中立刻展现出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① 这样一来,当
卢卡奇把价值的实现路径归结为总体性的劳动实践,并将社会存在样态的历史性更迭视作自为的

合目的性与自在的物质性的辩证运动时,布达佩斯学派对其“并未说明价值的实现形式,且陷入经

济宿命论和社会革命论二律背反”的指摘,便不攻自破了。
追本溯源,马克思关于价值范畴的系列论断之所以被晚年卢卡奇挪用为完善社会存在本体论

的重要依据,皆因其深刻地揭示出劳动实践与社会存在间双向的“决定—被决定”关系。以之为线

索,卢卡奇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对价值的界定,已不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财富分配形式”,而是置

身资本主义市场的抽象劳动结构,将其升格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形式”。从中不难获知,遵循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客观主义,无疑是卢卡奇规避布达佩斯学派后来的道德主观主义误区,评判价值的

对象性形式能否具备独立社会史意蕴的根本保证。
再看第三个学术问题,既然卢卡奇把客观的社会存在和主观的个体选择同时看作价值范畴的

核心尺度,那么返回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阵地,重审个体行为的“自觉合目的性”同社会发展之“自
为合规律性”的辩证因应,就是其亟待解决的任务。在卢卡奇看来,价值作为表征物质财富属性的

社会存在形式,抑或决定个体能力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分别对应社会生活复合体的不同组成部

分。因此,任何个体的目的性设定均服膺社会再生产的总体性过程,并表现为“特定经济倾向”与
“既有社会态势”的“历史性综合”。而这种“综合”一旦被矮化成脱离现实的“逻辑必然性环节”,便
会丧失它所固有的“总体且具体的动态复合体”神韵。② 卢卡奇其实是在附丽于纯粹逻辑必然性的

“历史哲学”和以社会历史必然性为座架的“实践本体论”之间,设定了严格的界限。
反观布达佩斯学派,相关成员显然没有领会卢卡奇的深意。其中,不乏有人以“不稳定平衡和

矛盾发展逻辑的社会是不完满的社会”③为由,将批判“历史哲学”的打击面强行扩大至对“社会进

步观”的彻底摈弃。他们把“进步”等价为“纯粹量化的发展”,并借助浪漫主义的文化声讨,使社会

存在的“个别因素被夸大成唯一的标准”。④ 因此,他们没有意识到,“进步”的非目的论属性,正是

其摆脱抽象逻辑绝对均质化的窠臼,并在人类个性化选择与社会整体演进趋势的多元动态联系中

如实反映社会不平衡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一旦见诸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性,原本同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相得益彰的个体行为合目的性,便要委身文化或艺术的对象性形式,
将标榜“进步”的历史规律贬斥为虚假的意识形态? 卢卡奇认为,这恰恰是涵盖不同价值面相的人

类生活复合体被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发展过程异化的真实写照。它们非但不与普遍的历史规律相

抵牾,反倒以看似脱离现实的方式刻画出社会存在的不同历史维度。显而易见,相较于学派成员把

“寻找任何外在具体世界观的为实践和实用的行动而构建的普遍价值的企图”视作“虚假意识”,并
加以摈弃的极端做法,⑤卢卡奇无疑将这种“虚假意识”当成“现实的具体总体性”再度复归“个体合

目的性”的征兆。正因为如此他才断言,即便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隐伏于价值选择的多元性内,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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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以一种更深远、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个体行为本身”。①

归根结底,针对布达佩斯学派的“价值之问”,卢卡奇的自我申辩很可能传递出三个基本判断。
其一,重申服膺特定历史境遇的人类多元价值选择,是观瞻社会存在总体性意蕴的本体论始基。据

此,卢卡奇不仅清算了把现实的社会流变抽象化为主—客体概念演绎的“逻辑主义遗毒”,更将之潜

藏的“等级主义倾向”视作价值的对象性(化)形式被分置于“经济”和“道德”两端,进而使历史唯物

主义沦为经济决定论,且引起道德形而上学滥觞。其二,强调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形式,能为个

体的实践活动提供认识论引导。卢卡奇从中试图揭示,价值的绝对普遍性虽取决于人类实践的总

体性,但并不妨碍个体对“经济”或“道德”的主观前瞻性认识,且存在着被对象化为社会存在之全新

客观组成部分的可能性。这同时表明,个体性的劳动实践是价值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前提。其三,明
确从无机自然到有机自然再到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符合进步主义的实践论预期。可见,卢卡

奇透过现实的总体性视角,除了把进步理解为宏观的社会形态变迁和微观的个人目的实现外,他还

敏锐地预见到,用“经济”的量化标准或“道德”的善恶尺度矮化甚至颠覆进步立场的做法,势必割裂

价值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我们不难揣测,卢卡奇对价值范畴的本体论、认识论

以及实践论的解读,或是其晚年整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政治经济学批判旨趣的

重要枢纽。

三、面向现代性社会的革命与解放:怎样看待涉事双方的分歧

  塔马斯曾把布达佩斯学派对卢卡奇的责难归结为学派成员身陷理论困境却不自知的外在症

候,他认为,当他们的哲学志趣不再“为证明其选择的绝对性而探寻‘存在’”,反倒“试图探索准则是

否可以作为一种‘普遍立法’的原则”时,遭遇“成为左派抑或成为唯名论者,抑或背叛其选择价值”
的二律背反,就是在所难免之事。② 如此说来,则对话双方出现罅隙的根源就只能追溯至布达佩斯

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发生了动摇。但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该学派尚以“激进左翼”自居。即

便《笔记》的创作已呈现出不少“后马克思主义”色彩,却仍不失为“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尝试。
况且,按学派成员的理论预期,他们对卢卡奇的批评旨在彰显被卢卡奇的本体论谋划所遮蔽的“真
正问题”,即“如何能在人类思想的特定的世界状况的水平上,在许多痛苦的失败以及不断更新的改

革努力的语境中,设想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③ 若将塔马斯的“他者评判”与布达佩斯

学派的“自我定位”相勾连,就不难获知,是否承认个性的选择具有普遍的立法效应,并将其内涵的

“价值结构”视作既有的“社会存在”可能发生变革的现实依据,无异是破解学派成员同卢卡奇思想

纠葛的关键。争议的焦点在于,作为一种对象化的社会存在,现实的人类个体该当何为? 抑或个体

应然的价值结构怎样作用于实然的社会存在? 它们同时涵盖个体在存在论维度的必然性境遇,以
及从价值论层面重铸乌托邦理想的可能性路径。

不可否认的是,布达佩斯学派对卢卡奇的“再评价”,只是其介入价值讨论的“间奏曲”。此后,
在人道主义框架下,相关成员对左翼激进哲学本身的“再反思”方才构成揭示价值内涵的“重头戏”,
这里又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质疑卢卡奇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动机合法性。按照赫勒

的看法,卢卡奇早年对个体的“目的合理性”以及市场的“自我调节性”所做的“总体性预设”,本就暗

含一种妨碍去拜物教化的“消极的乌托邦”。④ 另一方面,重审青年卢卡奇划分第一伦理和第二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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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标准,进而申明“善是一种强制性的价值取向范畴”并因此“具有一种构成性的社会功能”,①就

是布达佩斯学派当然的理论任务。学派成员对卢卡奇由点及面的指摘,也随之衍化成一场围绕“总
体性”和“乌托邦”的旷日持久的政治哲学讨论。

这就不得不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布达佩斯学派的整体思想风貌。如瓦伊达已然察觉,
价值共同体的分崩离析毋宁是民主危机的开端,而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或“自由”期许,不啻为

“掩盖资产阶级幻灭的面纱”,故终将“在某一点上……转向自己的反面”。② 它们作为“波拿巴主

义”的变种,既揭示出资产阶级频繁遭遇理性危机的根源所在,又印证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兼容民

主价值的不争事实。与之相应,费赫尔则关注到资本主义社会潜在的“雅各宾主义”隐患。在他看

来,正因为奉行经济“政治化”的雅各宾主义并没有为“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通约提供“一个实

际的蓝图”,所以才招致“超越启蒙运动危机的尝试以反启蒙结束”的恶果。③ 这不仅体现在由法国

大革命缔造的现代性制度随时会引起人类社会向“自然状态”的退步,更表征为潜藏于革命进程中

的政治绝对化倾向将为日后非理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埋下伏笔。瓦伊达与费赫尔对资产阶级

革命的反思,无疑折射出彼时尚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为志业的布达佩斯学派意欲规避“危机—革

命”轮作的传统治乱逻辑,从而为左翼激进主义开辟全新实践场域的微妙心态。而学派成员的“杯
弓蛇影”又在赫勒那里暴露无遗,她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解释为“应然”与“实然”的价值性统一,进
而认定,“应当”建构一种去拜物教化的价值合理性乌托邦固然必要,但“应当”广泛存在的好人却是

“终极的乌托邦现实”。④ 于是,通过消解乌托邦的政治印象,布达佩斯学派就把乌托邦的现实化路

径切换至伦理规范的维度。
遗憾的是,卢卡奇直到辞世也没有察觉到布达佩斯学派的思绪波动,否则他一定会重拾伦理学

的写作计划,对之予以当头棒喝。诚然,《本体论》的确提到,“只有在伦理学中,才有可能对既处在

演变之中又在演变之中自我保持的种种价值及其实现的诸多形式加以应有的细致区分”。⑤ 但卢

卡奇毕竟检讨了自己早年面对伦理和革命时的骑墙态度,即“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

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⑥ 从中不难看出,青年卢卡奇的革命观,
既包含“一般的善”与“带有资本主义残余的善”彼此博弈的伦理张力,又不免浪漫的“乌托邦主义”
和激进的“行动主义”相互掣肘的实践龃龉。有鉴于此,卢卡奇后来才痛心疾首道:“如果不以真正

的实践为基础,不以作为其原始形式和模型的劳动为基础,过度夸张实践概念可以走向其反面:重
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⑦因此所有为实践哲学硬加上“乌托邦外壳”的做法,都将脱离社会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卢卡奇自然无法赞同

布达佩斯学派用价值合理性乌托邦比附共产主义实践蓝图的抽象伦理旨趣。同样是面对“现代社

会能否实现民主价值”的问题,他既不会如瓦伊达那般,过分担忧共产主义革命将遭遇和资产阶级

革命类似的民主危机,又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在尚未区分革命属性的情况下,不宜把革命形势的畸

变完全归咎于现代社会本身的悲剧。这也正是赫勒与费赫尔低估共产主义的科学实践前景,将人

的解放诉诸改良主义政治修葺的原因所在。这样一来,基于劳动实践本体论的思想主旨,揭露布达

佩斯学派人道主义伦理构想的“反历史唯物主义”本质,进而回应学派成员的政治立场,即为什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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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独善其身的精英主义”,很可能就是卢卡奇后续亟待解决的学术

任务。
首先必须承认,纠正斯大林对马克思价值学说的庸俗化理解,进而深究其教条主义和极权主义

内核,无疑是卢卡奇晚年和布达佩斯学派“共享”的话题域。只不过与学派成员因忌惮经济问题“政
治化”转而以“伦理”修饰价值的做法大相径庭,卢卡奇意在直面价值的经济向度,以期彰显唯物史

观的个体性关照。卢卡奇认为,仅将“价值确定为商品交换”,却无暇揣摩“马克思把劳动时间确定

为价值的实体”的深意,恰是斯大林最大的失误。① 他没有看到,正因为马克思把价值当作透视“中
世纪自然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生产—交换结构”的“一般社会形式”,方才根据劳动或实践的“具
体社会样态”,推断出“社会主义的个体生存原则”,即在“剩余劳动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

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②“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③ 反观布达佩斯学派,既
然相关成员把“应然”社会结构的乌托邦预期寄希望于彻底摈弃“经济价值”的伦理个体,那么,否认

现存的异化生活方式能够产生全面而自由的独特个性就是其必然选择。但对卢卡奇来说,社会主

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把人看作一种能动的创造者。……同时,也把对象

化和人类劳动的客观产品,转变成人自己自觉创造和充满目的的对象”。④ 这里的言外之意是,社
会主义的制度架构已在无形当中为个体的自我维系和自我实现创造了充足的施展空间和政治保

障。而布达佩斯学派的症结在于,它以“驳斥经济决定论”为由,既否定了遵循经济尺度的“必然王

国”是个体达至“自由王国”的历史性条件,又否定了社会主义本身的政治属性能为个体自由的实现

提供必要的价值导向。⑤

据此不难推测,布达佩斯学派用应然的伦理或道德准则而非实然的经济规律图绘主体间性的

愿望,只能沦为一种与异化的政治现实相媾和的主观臆想。无独有偶,卢卡奇晚年在谈及人的自由

问题时,不仅强调个体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广泛参与是社会规避专制主义风险的有效途径,同时也看

到,由技术创新所推动的生产水平提高已然为个体劳动实践的不断解放奠定了物质性的基础。而

学派成员有关“真正的道德只有在其原则被普遍接受的民主环境中才能繁荣兴旺”的看法,⑥恰恰

颠倒了马克思对“社会存在”与“个体意识”间“决定—被决定”关系的经典论断。他们专注于个体对

社会存在的“自由塑造”,却忽视了既有的社会存在恰恰构成人类“自由实践”的前提。于是,当看似

多元的道德选择频繁受制于不断增加的现实矛盾时,个体从“自我解放”的伦理乐观主义跌落至“自
我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就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对于经历过从浪漫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嬗变的

卢卡奇而言,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僵局,或许是他晚年的总体性革命构想被拉回其早年用伦理或审

美言说的文化现代性批判后所遭遇的消极后果。但反过来说,饱受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双重

荼毒的学派成员,期望以文化或伦理方式观照个体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他们疲于应对现代社会

的不可预知性,不满于革命主体总把革命本身而非革命结果当作终极目标,并在放弃激进的革命策

略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实践选择呢?
这样一来,卢卡奇与布达佩斯学派跨越时空的“对手戏”就能被还原为如下场景:以“浪漫主义

的反资本主义斗士”形象出场的青年卢卡奇,同充当“救世主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晚年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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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兀自演绎出思想史的“独幕剧”。至于卢卡奇对学派成员一应质疑的可能性反诘,完全可以当作

卢卡奇本人不断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内核后对自己早年不成熟观点予以持续检讨的必然性

投射。为现代社会的政治解放愿景找到现实的实践方案,而不是将之让渡于文化批判的道德形而

上学叙事,毕竟才是卢卡奇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

四、余 论

  仅凭布达佩斯学派臧否卢卡奇晚年哲学谋划的一家之言,就对二者的是非曲直妄下定论,未免

有解读双方思想要旨时的鲁鱼亥豕之嫌疑。立足他们的“价值”争端,设想对话参与人可能的“问
答”情景,倒是管窥“卢卡奇先前怎样走向马克思主义”以及“学派成员后来为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心路历程,并据此剖析其理论纠葛的良策。我们从中也不难获知隐伏于布达佩斯学派和卢卡奇学

术承继关系背后的两个重要议题。一方面,若续写卢卡奇面对质疑时可能做出的回应,则事关劳动

实践本体论的三重未竟之言渐次浮现:首先,用辩证法图绘总体性实践的目的,在于规避价值的对

象性形式被抽象化的潜在风险;其次,类比经济决定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价值范畴旨在维

护而非破坏道德的客观合理性;最后,相较于旧的历史哲学对个体的忽视,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

恰恰孕育了真正的多元价值选择。另一方面,如观瞻学派成员提出质疑后必然遭遇的困境,又可以

确证,以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的文化乌托邦叙事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革命期许,终究会

陷入抽象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陷阱,从而再度臣服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这无疑是区分卢

卡奇与布达佩斯学派境界高下的关键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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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heBudapestSchool’sDoubtsandLukacs’PossibleResponse

WENQuan1,CUIJin2

(1.SchoolofMarxism,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2.SchoolofMarxism,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Abstract:Inheriting the profound wisdo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elineating the
fundamentalconnotationsoflaborpracticeontologywerethetheoreticalendeavorsthatLukacs
diligentlypursuedbutultimatelyleftunfinishedinhistwilightyears.However,his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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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fyuniversalprinciplesofvalue?”asaguidetodefinethesubjectiveimageofindividual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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